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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政策背景补充内容 

1.1 应当提交国别报告的企业类型和内容 

应当提交国别报告的企业类型包括：（1）实际已被纳入跨国企业合并财务报表的任一实

体；（2）跨国企业持有该实体股权且按公开证券市场交易要求应被纳入但实际未被纳入跨国

企业合并财务报表的任一实体；（3）仅由于业务规模或者重要性程度而未被纳入跨国企业合

并财务报表的任一实体；（4）独立核算并编制财务报表的常设机构；（5）该居民企业被跨国

企业指定为国别报告的报送企业。 

应当提交的国别报告内容至少包括：所有跨国公司母公司和子公司所在地，所有母公司

和子公司的非关联方收入、关联方收入、税前利润（亏损）、已缴纳企业所得税、本年度计

提的企业所得税、注册资本、留存收益、雇员人数和有形资产部分财务信息。 

 

附录 2：实证检验补充内容 

2.1 政策有效性和固定资产投资机制检验的平行趋势检验结果 

 

图 A1 固定资产投资机制的平行趋势检验 

注：图中报告的为 95%水平的置信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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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2 权益性投资机制的平行趋势检验 

注：图中报告的为 95%水平的置信区间。 

2.2 权益性投资定义及结果解释 

权益性投资=投资支付的现金/资产总计，投资支付的现金包括企业取得的除现金等价物

以外的交易性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而支付的现金、以及支付的佣

金、手续费等附加费用。模型中关联公司、合营公司、联营公司、子公司和孙公司数量做了

对数化处理。 

2.3 避税天堂的定义 

参照 Hines（2010）对避税天堂的定义，本文将以下地区定义为避税天堂：安道尔，安

圭拉，安提瓜和巴布达，巴哈马，巴林，巴巴多斯，伯利兹，百慕大，开曼群岛，库克群岛，

英属维尔京群岛，哥斯达黎加，塞浦路斯，吉布提，多米尼克，直布罗陀，格林纳达，根西

岛，香港特区，中国，爱尔兰，马恩岛，泽西岛，约旦，黎巴嫩，利比里亚，列支敦士登，

卢森堡，澳门特区，中国，马尔代夫，马耳他，马绍尔群岛，毛里求斯，密克罗尼西亚，摩

纳哥，蒙特塞拉特，瑙鲁，安的列斯群岛，纽埃，巴拿马，萨摩亚，圣马力诺，塞舌尔，新

加坡，圣基茨和尼维斯，圣卢西亚，圣马丁岛，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汤加，特克斯和凯

科斯群岛。 

2.4 各等级跨国企业营业收入频数分布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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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3 各等级跨国企业营业收入频数分布 

2.5 其他稳健性检验 

2.5.1 替换识别策略和估计样本 

由于国别报告主要针对营业收入高于 55 亿的公司，因此在基准回归中，我们剔除了在

政策实施后营业收入低于这一门槛值的企业。在此我们不再对样本企业的营业收入进行限制，

纳入所有企业，并在正文模型（1）双重差分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虑企业的营业收入，

从而构建如下三重差分模型进行检验： 

𝐿𝑎𝑏𝑜𝑟𝑖,𝑝,𝑡 = 𝛽(𝑇𝑟𝑒𝑎𝑡𝑖 × 𝑃𝑜𝑠𝑡𝑡 × 𝑂𝑅𝑖) + 𝛿(𝑇𝑟𝑒𝑎𝑡𝑖 × 𝑃𝑜𝑠𝑡𝑡) + 𝜁(𝑃𝑜𝑠𝑡𝑡 × 𝑂𝑅𝑖) 

+𝛾𝑋𝑖,𝑝 × 𝜆𝑡 + 𝜇𝑖 + 𝜆𝑡 + 𝜂𝑝,𝑡 + 𝜖𝑖,𝑝,𝑡                                                                              (𝐴1) 

模型（A1）中，𝑂𝑅𝑖是表示企业在国别报告实施前 2015 年的营业收入是否大于 55 亿元

的虚拟变量，我们将大于等于 55 亿元的企业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其余变量和固定效应

的衡量方式与正文模型（1）一致。系数𝛽反映了使用三重差分模型考察国别报告实施导致

的反国际避税力度增强对企业劳动力雇佣的影响。 

表 A1 的列（1）报告了使用三重差分模型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核心解释变量

Treat*Post*OR 的系数显著为正，且大小和双重差分模型估计的结果十分接近。表明替换估

计策略并不会改变本文主要结论，国别报告实施导致的反国际避税力度增强确实显著促进了

企业扩大劳动力雇佣规模，“意外地”发挥了“稳就业”的作用。 

除替换识别策略外，我们还通过两种方式替换我们的估计样本来验证了我们基准结果的

稳健性。 

第一，在本文基准回归中，我们使用 2016 年及以后年营业收入高于国别报告披露要求

的企业样本，选择该样本是为了更好的捕捉受国别报告影响的样本，但考虑到企业营业收入

可能会受国别报告的影响而发生变化，从而可能导致我们的结果存在偏误。在此，我们重新

选择公司 2016 年营业收入高于 55 亿的样本和 2016 年及之后年份公司营业收入的均值高于

55 亿的样本进行估计。从表 A1 的列（2）和列（3）估计结果可以发现，尽管核心解释变量

Treat*Post 的系数大小和显著性水平相比基准结果出现了微小的下降，但依然显著为正，说

明即使采用不同方式筛选样本，本文结果依然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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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考虑到我们使用企业名称将上市公司数据与《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进行

匹配，受限于名称匹配的缺陷，可能存在同一公司在不同数据库名称不同的情况，进而影响

本文结果。基于此，本文使用 CSMAR 中的海外关联公司表数据库区分公司是否为跨国公司。

具体而言，如果公司在 2016 年之前在海外拥有关联公司，那么我们就将该公司认定为跨国

公司1，即为本文的实验组。表 A1 的列（4）估计结果显示，Treat*Post 的系数在 1%的水平

上显著为正，表明即使使用不同的数据库对跨国公司进行定义，本文结论依然成立。 

表 A1 替换识别策略与估计样本结果 

 （1） （2） （3） （4） 

因变量：劳动力数量 

Treat*Post 
0.011 0.132** 0.087* 0.129*** 

(0.302) (2.024) (1.668) (2.838) 

Treat*Post*OR 
0.122**    

(2.230)    

样本量 33091 8306 11759 14598 

Adj. R-squared 0.879 0.830 0.831 0.843 

注：在对三重差分的估计中，由于加入固定效应的不同会导致构建三重差分的三个变量和两两交互项

都会出现结果，限于篇幅并为突出重点结果，我们没有汇报。本表所有列均已控制所有控制变量和公司、

年份、省份-年份固定效应。括号内为在公司层面聚类估计的 t 值。*、** 、***分别表示在 10%、5%和 1%

水平下统计显著。 

2.5.2 同期干扰政策与因素排除 

在本文样本期间，还存在其他干扰政策和因素，可能对本文结果造成干扰。具体地，我

们考虑了如下四种因素： 

第一，其他国际税收政策。虽然我国 2018 年才正式实施共同申报准则（CRS），但大部

分国家于 2017 年就正式实施了该制度，并将我国跨国公司的海外子公司信息报送给我国税

务机关。与国别报告不同，我国跨国公司是否受 CRS 影响取决于跨国公司的海外子公司所

在地是否实施该政策。基于此，本文根据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所在地实施共同申报准则的时

间设置了 CRS 虚拟变量，并将其放入正文模型（1）中重新进行回归。表 A2 列（1）报告

了控制住 CRS 影响后的估计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共同申报准则的干扰后，本文结论依然成

立。 

此外，我国于 2009 年正式执行了受控外国公司（Controlled Foreign Company，CFC）

相关管理，要求跨国公司将低税率地区的非正常经营所获得的收入计入母公司纳税，但受限

于当时多数低税率国家并未实施这一政策，并未产生显著效果，直至该规定被纳入 BEPS 行

动，才得到有效实施，从而可能干扰本文估计结果。为此，本文基于跨国公司子公司所在地

是否执行 CFC 政策生成 CFC 虚拟变量，并将其放入正文模型（1）中重新进行回归。表 A2

列（2）结果显示，本文主要结论依然成立。 

第二，营改增。自 2012 年开始，我国开始了“营改增”试点工作，这一政策与 2016

年国别报告存在部分重合，本文结论可能受“营改增”的影响。为排除“营改增”对本文结

果的干扰，借鉴彭飞等（2020）做法，使用“营改增”在不同地区推行的时间差异变量与企

                                                        
1 之所以将 2016年之前拥有海外关联公司的企业认定为跨国公司是为了排除国别报告实施对非跨国企业对

外投资决策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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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所在行业是否受“营改增”影响的变量进行交乘以反映企业受“营改增”的影响。2
 表

A2 列（3）报告了控制住“营改增”效应的估计结果，表明在考虑了“营改增”改革的干扰

后，本文结论依然成立。 

第三，社保降费。在 2016 年，我国还实施了阶段性降低企业社保缴费负担政策，这可

能会干扰本文的估计结果。为此，本文参照既有文献的普遍做法使用社保降费政策实施前

2015 年企业劳动密集度区分企业受社保降费政策影响的大小（许红梅和李春涛，2020；李

逸飞等，2023），然后与社保降费政策实施的时间虚拟变量交乘，从而构建反映 2016 年社

保降费政策影响的双重差分变量，并将其放入正文模型（1）中进行控制。具体地，我们使

用企业在 2015 年的员工薪酬和销售收入的比重衡量其劳动密集度，并根据其中位值设置实

验组和控制组。表 A2 列（4）结果显示，本文主要结论依然成立。 

第四，行业层面的政策和干扰因素。在本文样本期间内，我国还在行业层面出台了一系

列的税收优惠政策，如 2014 年和 2015 年的加速折旧政策，从而可能对本文结果造成干扰。

为排除行业层面其他政策和干扰因素对本文结果的影响，我们在正文模型（1）的基础上进

一步控制了两位数行业与年份的交互固定效应。表 A2 列（5）结果表明，主要核心变量的

系数和显著性水平与基准结果相比出现了微小的下降，但依然显著为正。 

第五，考虑上述所有政策。进一步我们在表 A2 列（6）报告了考虑上述所有干扰政策

和因素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尽管核心解释变量 Treat*Post 的系数大小和显著性水平与基

准结果相比基本一致。说明本文结果具有较高的稳健性，受干扰政策和因素的影响较小。 

表 A2 排除同期干扰政策和因素估计结果 

  （1） （2） （3） （4） （5） （6） 

  CRS CFC 营改增 
2016年社

保降费 

行业层面

政策 
所有 

因变量：劳动力数量 

Treat*Post 
0.181*** 0.160*** 0.163*** 0.160*** 0.171*** 0.184*** 

(3.458) (3.475) (3.570) (3.486) (3.889) (3.744) 

CRS 
-0.034     -0.024 

(-0.841)     (-0.632) 

CFC 
 -0.004    0.025 

 (-0.072)    (0.394) 

营改增 
  -0.128***    

  (-3.944)    

2016年社保降费 
   -0.033  -0.058 

   (-0.731)  (-1.411) 

行业-年份固定效应 否 否 否 否 是 是 

样本量 14598 14598 14598 14598 12579 12579 

Adj. R-squared 0.843 0.843 0.844 0.843 0.861 0.861 

                                                        
2 在具体变量构建中，如果某省份在某年下半年开始实施“营改增”，我们则从下一年开始认定该地区实

施“营改增”。此外，由于“营改增”也会对制造业企业产生影响，因此，仅考虑“营改增”试点行业是不

全面的。为此，我们参照彭飞等（2020）设计，当企业主营业务行业属于传统增值税行业（如制造业，农

林牧渔业，采矿业和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时），也将其视为受“营改增”影响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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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表所有列均已控制所有的控制变量和公司、年份、省份-年份固定效应。括号内为在公司层面聚

类估计的 t 值。*、** 、***分别表示在 10%、5%和 1%水平下统计显著。 

2.5.3 识别策略风险 

尽管我们已经通过上述多种稳健性检验验证了本文基准结果具有高度的稳健性，但本文

的识别策略依然面临着风险，即实验组和控制组的选择依然可能受不可观测混杂因素的影响，

从而导致估计结果存在偏误。在此，我们参考 Chen et al.（2020）和 Cao & Chen（2022）做

法，使用合成控制法（Synthetic Control Method，SCM）进行缓解。与 DID 相比，SCM 的

一个突出优势在于，即使区分实验组的变量与其他混淆因素相关，有海外子公司和没有海外

子公司的企业本身便存在差异，我们也能够通过拟合获得有海外子公司企业的反事实，从而

估计得到政策的效果。换言之，SCM 并不需要政策的实施（或者区分是否受政策影响的变

量）是外生的，只要能够较好的拟合出受政策影响企业的反事实，便可以估计得到政策的实

施效果（Abadie & Gardeazabal，2003；Abadie et al.，2010；Abadie，2021）。 

为使用 SCM 进行估计，我们首先将数据设定为平衡面板数据，这是进行 SCM 估计的

前提条件。然后，分别将有海外子公司的企业样本和没有海外子公司的企业样本视为实验组

（treatment pool）和待选组（donor pool）。最后，基于正文中 2015 年（政策实施前）的企

业控制变量从待选组中拟合实验组企业，构造实验组企业的反事实。上述操作是既有文献的

常用做法，能够将 SCM 从单一处理扩展到多个处理（Cavallo et al.，2013；Chen et al.，2020；

Abadie，2021）。 

图 A4 报告了 SCM 估计结果，可以发现，在 2016 年国别报告实施之前，实验组企业和

拟合的反事实实验组企业间的劳动力雇佣数量基本一致，差距非常小，而在 2016 年国别报

告实施后，实验组企业的劳动力雇佣数量出现了显著的增加，这与本文的基准结果一致。处

理效应结果可知，2016 年国别报告实施导致的反国际避税力度增强大约使得实验组企业的

劳动力雇佣数量增加了 6.368%。3综上所述，本文结论具有高度的稳健性。 

 

图 A4 合成控制法估计结果 

                                                        
3 计算方法为政策实施后（2016-2019）的平均处理效应减去政策实施前（2010-2015）的平均处理效应。需

要说明的是，这只是一个简单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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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进一步分析平行趋势检验结果 

 

图 A5 进一步分析平行趋势检验 

注：图中报告的为 95%水平的置信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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